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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一个家族、五个世代：
金门吴家在马来西亚百年征途

的个案研究
One Family and Five Generations:

The Cas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truggling Experiences
of a Kinmen Wu Family in Malaysia for One Hundred Years

刘 香 兰
(LIU Hsiang Lan)

摘 要

金门（Quemoy）是处于中国福建省和台湾间的岛屿。1945年前，她隶属

中国福建省，岛上大部分男性随福建帮下南洋，进入东南亚国家的劳力产业

链。冷战蔓延东亚，毛泽东与蒋介石引发的国共内战，金门成为热战点，开始

长达五十多年戒严。已迁到马来西亚的金门人被迫落地生根成立家族事业。本

研究运用单一个案的研究策略，以家庭生命历程理论，探索金门吴家在马来西

亚的百年征途，发现随不同历史时期，吴家内分家交织家族企业的交棒，各代

模式不同，现代治理不过是因应内忧外压的策略。贯穿百年的是以男性继承、

光宗耀祖的家族主义，维持家业永续与家庭关系的平衡。

关键词：国际迁移、家庭生命历程理论、个案研究、华人家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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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金门学

Abstract

Quemoy (Kinmen) is an island between Taiwan (R.O.C) and Fujian Province 
(CHN). Before 1945, it was subordinated to China and a large of number of its male 
residents immigrated to Southeast Asia entering the labor markets to be migrant workers. 
After 1945, Quemoy was affiliated to R.O.C and became the battlefront between the 
warring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as well as the frontline between Cold War 
nations. After that Quemoy was under military martial law for 50 years. In that period, 
the Kinmen’s migrant workers were forced to live in Malaysia and developed small 
family business for survive. This study applied a single case study basing on family life 
course theory to explore the struggling paths of a Quemoy Wu family in Malaysia for 
One hundred years. The important finding is that the intervening between succession 
of family businesses and dispersing of family depending on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However, the unchanged rule of succession is male-centered and value of glorify and 
illuminate the ancestors are vital cultural mechanisms to balance the continue of family 
businesses with more complicated family relationship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amily life course theory, Oversea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Case study, Quemoy study

一、前言

迁移是人类的传统，自古，个人、族群、商贩与军队就在全球各地

穿梭（蔡继光译2002：17）。民族国家兴起，人的流动、流量、动线日

趋多元，受国家管制，遂有境内或境外之分。Nivalainen（2004）界定迁

移是人口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在全球化浪潮下，人的流动与

移动，让地理边界愈来愈模糊。迁移不仅包括长距的迁徙（migration）与

短距的移动（movement）（洪嘉瑜、银庆贞2008），Findlay, McCollum 

&  Gayle（2015）区分迁移（migration）与流动（mobilities），迁移

倾向从事件的角度，了解迁移造成的影响，流动在社会科学领域视为一

种“movement driven”，不只是事件，是相依生命在时空上流动，是社

会关系的改变。苏淑娟（2018：357）将“mobility”界定为移动能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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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或经济条件让人（群体）一而再、再而三的流动。“移动之民”作为

概念，强调华人（Chinese）迁移存在全球化脉络，因此，重新检视华人

在不同历史时期迁移动机、模式与国族认同就相当重要（张琼慧、梁一萍

2018：9）。

华人迁移要放在全球化脉络。早期华人向外迁移迫于政经因素，近年

华人出洋较是个人积极、自愿性移动，迁移动机、目的、路线与策略今昔

有别（张琼慧、梁一萍2018：9）。此外，华人迁移及尔后发展，需从文

化群体角度思考，以大中华为文化大伞，迁移是国族延伸，存在大中华经

济政治整合之意。Ong（1999: 7, 41）指出孔夫子主义支撑跨国资本主义运

作，海外华人的家族企业，分家促使家族企业突破一个国家的框架，成为

跨国企业家族（宋丽红、李新春、张书军2012），体现华人跨国资本主义

的运作，中华文化全球化具支撑力。

华人（Chinese）是一文化大伞，内存异质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进

入国际迁移轨径。1857年中国正式解除海禁，是移民与私人贸易成长的关

键。在鸦片战争后，随全球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浪潮，中国被迫开放五

口通商，南洋经济发展，型塑东亚殖民体制，让中国南部沿海人民下南

洋，福建帮与金门帮等，从厦门进到东南亚劳动体制。据统计，1869年到

1933年从厦门到东南亚的人数有一千四百七十万（引自孔复礼2019：21-

23），目标地包括马来西亚、文莱、印尼、新加坡与菲律宾等，1947年粗

估有近三百万华工，来自福建省就占32%（引自Goh 2008），数量相当可

观。

马来西亚因丰沛的自然资源及地理位置的优势，先后被荷兰、英国

殖民，是英国前进中国的前线，吸纳闽粤地区华人有相当历史（孔复礼

2020：148）。19世纪初华人在马来半岛多从事种植业，20世纪初转至橡

胶与油棕，后发现锡矿，成为华商投资重点（林水檺2001：xx）。英国

殖民时期，因工业化发展所需，垂涎马六甲锡矿、中国通商后的丝绸与茶

叶（刘政宽2020），促进华工的引进。马来西亚独立建国时，华人就占

总人口37%，在独厚马来人的政经体制下，压缩华人生存空间，华人人数

骤降，2001年华人人数占全马人数的比例跌至24%，2010年维持在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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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pez 2013: 324）。此外，1970年起实施新经济政策，进行产业转型，

制造业和建筑业快速发展，1990年加速私有化，1961年到2010年，农业

部门产值占GDP的比例从36%降至10%、工业部门增加20%、制造业也增

加17%，服务业微增5%（Felker 2013: 113），其中华人制造业占有相当

的地位。2010年推出“经济转型计划”（ETP），列出最有潜力、促进整

体经济增长的12个重点项目，包括棕榈油种植、旅游业、金融服务及电子

产品业等，引入外资，2015年制定“马来西亚航天蓝图2030”，全力发

展航天器材维修（MRO）、制造、系统整合、工程设计服务及教育训练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alaysia 2018），马来西亚透

过一系列的经济计划，引发产业和社会全面转型。

马六甲是华人最早迁移之地，原本是个小渔村，却是马来王国发起

地。自古是东西方货物的交换地，在葡萄牙殖民时，殖民统治者对华商暴

敛、征高税，让华侨出走，华人人数一直有限。荷兰统治者继续对华商施

压剥削，垄断所有贸易（石沧金2013：163）。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901

年在马六甲华人有19,468人，较1817年1,006人，百年来华人人数增加

183%，1980年华人占该市镇人口的74.4%（石沧金2013：48、164），

在锡矿、建筑业和橡胶业相当影响力。在一系列经济政策下，加速都市

化，2010年都市化速度是全马之冠，人口增加率是全国第二（Guan 2013: 

253）。近年，马六甲被纳入中国一带一路的海上丝绸发展路线，她更是

全球化下各国布局的中心。

金门、马六甲，在华人迁移时代串起双方关系，是国际经济与政治

的产物。金门，自古隶属中国福建省，坐落在厦门与台湾岛间，岛民多来

自中国闽南家族，以姓氏为自然村过着渔猎和耕作的生活，受限于地质与

天气收成不易，各族男性以连锁性移民，沿厦门进入东南亚各国，马来西

亚是主要国家。二战后，金门被迫归属中华民国，切断与中国的连带，自

1949年古宁头战役，后1954年“九三炮战”到1958年“八二三炮战”，她

在三次台海危机成为冷战战场，长达五十多年戒严，维持军事统治，支持

台湾工业化。2002年恢复与中国往来，金门与中国存在难以分割血缘和文

化渊源，在金门、台湾不平衡的发展，早形成金门特定意识与身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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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门与中国进行多边深度的交流，举办“世界金门日”活动串起全球金

侨，动员金门集体意识朝向全球化发展。

百年金门、马六甲蜕变，从默默无闻的小岛、小村沦为东西交战、交

会之地，承受战火摧残，经过重建和社会转型，走向现代化与自由化，成

为国家与非国家地带。一个家庭如何经历两地的多变？家庭是连结微视个

体、巨视制度的中介团体，家庭生命历程如何镶嵌于所处的政经脉络？以

一个金门吴家在马来西亚百年奋斗史，呼应华人族裔企业研究需关注全球

化脉络与政经结构（方伟晶、陆超明2013），填补既有学术地图的空白，

尤其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研究呈现管理学聚焦于治理、社会学关注家庭变迁

产生的缝隙，并重现闽南家族是一种离散家族（dispersed family）（江柏

炜2003）的面貌，家企是经济家族的一面，内部安排与结构需从家庭变迁

的角度理解。华人文化和家族伦理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家庭演进和家业治

理扮演的角色？以一个在马六甲奋斗百年的吴家，呈现家族经历五代的演

变，交杂家企转型的轨径，贡献于马来西亚华人家庭与迁移研究。

二、理论与文献检阅

家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是家庭社会学研析所在，80年代后在台湾

蓬勃发展，研究主题有三：1.家庭组织与结构，反映社会变迁；2.家庭关

系，反映工业化或现代化产生的改变；3.妇女在家庭中角色与地位（伊庆

春、吕玉瑕1996：170-171）。在社会学的世界，家庭有被动性、被影响

的位置，也有影响力，家庭是展现巨视、微视层次的联结与交互作用之

处（章英华1994；雷洁琼2000）。家庭生命历程理论既能从巨视层次掌

握家庭与社会变迁的镶嵌，也能从微视层次分析家庭改变历程（刘香兰

2019a），为本文主要视角。

（一）家庭生命历程理论：知识传统、假定、内涵

Glick（1947）是首位界定家庭生命周期的学者（杨利静、刘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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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Bengtson & Allen于1993年运用生命历程观点在家庭分析，到

White & Klein（2002）出版Family Theories一书，专章介绍“家庭生命历

程发展架构”（The Family Life Course Developmental Framework），1  后

在再版精进理论建构。该理论受家庭发展理论、生命历程理论及个人生命

全程理论（Individual life span theory）影响，2  强调家庭历程的多元和去

阶段性，重视长期变迁及累积性影响，并将家庭发展作为家庭变迁的一种

型态（马永年、梁婉华译2016：131）。

家庭生命历程理论主要五个内涵（如表1）：1.重视时间多重性与多

面向，包括社会过程时间（关注社会规范的时间和其存在的社会过程、

制度镶嵌性）、家庭时间（各世代在家庭事件的影响力与世代间权力的

分配如何造成家庭变迁）和历史时间（历史阶段对家庭组成、结构的影

响）；2.视家庭团体为半渗透单位，受制度与规范的期待与影响，家庭与

社会事件的互动对制度也产生回馈；3.家庭的社会生态：处于特定社会结

构与位置，有特定压力与机会，因阶级与族群有别；4.长期（diachronic）

分析：关注过程、强调世代研究；5.家庭多样性：特定群体的家庭生命历

程存在差异。简言之，家庭生命历程理论捕捉特定历史时期事件和家庭事

件间的关联，家庭变迁轨迹、型态因族群和阶级形成多元化家庭生命历程

（White & Klein 2008: 132-133）。

表1：家庭生命历程发展理论的假定与内涵

假定 主要内涵

1）时间多重性与多面向 社会过程时间（social process time）、家庭时间与

历史时间的关联。

2）半渗透的单位（a semi-
permeable unit）

家庭受制度规范、社会事件影响，并影响社会制

度。

3）家庭的社会生态 家庭在社会结构的位置存在机会与压力，因阶级

与族群有别。重视亲友网络的功能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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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长期（diachronic）分析 了解家庭变迁过程，尤其家庭转折与路径，关注

累积性效应。注意年龄、时期（历史事件）与世

代效应的互动。

5）异质和多元 因年龄、族群和阶级有别的多元化家庭生命历程。

资料来源：参考刘香兰（2019a）。

（二）家庭生命历程的研究取径

强调长期分析与跨科际整合的方法是家庭生命历程研究的特色，世代

为研究策略，家庭世代（Generation）指家庭是跨时间的单位，生出在相同

时间的家庭成员是同代，不同代有不同的压力与机会，各代在家庭（族）

有不同的位置（Elder & George 2016: 64），为此，对于家庭世代可进行

多层次分析（Bengtson & Allen 1993）（表2）：1.微视层次，个别成员生

命史与家庭史链接事件顺序与家庭阶段变迁、世代和亲友结构的转变，链

接社会变迁（Pratt & Fiese 2004: 2-3, 16-17; White & Klein 2002）；2.中介

层次，亲友网络扮演的角色与功能，透过世代分析掌握代内、跨代网络变

迁；3.巨视层次，家庭作为一个制度，家庭存在的结构与特性受制度与跨

制度的影响。研究取径包括能以量化研究，搜集长期资料，用次级资料方

法和历史事件分析、顺序分析（sequence analysis），掌握整体家庭生命

历程的变异、偏离，连结社会变迁（马永年、梁婉华译2016：134），更

进行跨世代与跨国比较。另也可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透过家庭史、生命史

回溯和诠释，掌握历史重大事件、社会制度之融合性与家庭变迁的镶嵌性

（Bengtson & Allen 1993）。

表2：家庭生命历程分析层次与研究取向

结构层次 中介层次 微视层次

分析 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制

度，模式与特性是受

制度与跨制度影响

强调家庭角色与规范

的建构和家庭团体内

部的关系，及家庭如

何引发社会变迁的

过程

家庭成员个别的生命

事件、阶段变迁和生

命历程轨迹与家庭事

件、家庭变迁、社会

事件与历史产生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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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视角 量化：运用历史事件

分析、顺序分析等技

巧，勾勒家庭长期变

化，分析结构、轨

迹、顺序的变异度

质化：生命史、家庭

史连结历史与制度

生命史与家庭史：将

家庭史连结个人与家

人、世代和亲友结构

的转变，采叙事分析

法，连结家庭变化、

社会变迁

研究者自制。

（三）文献检阅：家庭迁移研究与海外华人家族事业研究

华人迁移背后存在家庭逻辑，早在华人迁移文献被强调。Maurice 

Freedman（1966）所著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书中指出华人迁移具有世系和宗族特征，要放进全球化脉络。仅从管理或

治理角度，易忽略华人家族事业是家庭生存的策略，尤其是事业发达与否

攸关家庭荣辱（孔复礼2019：51）。家庭企业与家庭是一个整体，有助于

了解海外金门家庭变迁与家族企业转型的连动性。

（1）家庭置于华人迁移研究

Ong（1999:  8-16）在Flexible Citizenship归纳三个研究国际迁移的

取径：1.美国为中心的迁移研究（U.S.-centered migration studies）；2.文

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3.离散（diasporas）和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s）。以美国为中心的迁移研究取径反映以美国为中心

的世界体系观，文化全球化取径来自文化人类学，强调国际迁移存在跨界

的文化生产与再生产，聚焦于文化逻辑如何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

离散研究（diasporas）强调主体性经验与理解，世界主义强调西方菁英表

达与发展的与殖民、资本主义相关的价值表现，迁移研究展现学术菁英的

一种意图。从华人长期海外移动，连动中华文化的扩散，2019年有2.72亿

人跨国迁移，占世界人口的3.5%，其中亚洲国际迁移人数占全球迁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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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事实（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20），需以文

化取径解释文化逻辑如何支撑海外金门家庭的奋斗历程。

文化全球化强调迁移存在文化与族群内涵。Ong（1999:  22-23）认为

跨界者处于特定人、地方与全球的结构，透过特定的文化方式响应结构性

压力。如华人文化强调忠、孝，成为一种语言与符号，伴随华人全球经济

网络，在各国发展认同，支持华人经济体制，已成为世界竞争的新型态。

孔复礼（2019：9-10）描述华人五百年移民史，移民是家国的延伸，华人

移民史和国族史是一个整体。因此，国际迁移存在不可忽视的族群意涵

（Umut Erel & Nahaboo 2016）。

此外，迁移研究的焦点也从性别盲转向加入性别和家庭的视角。1960

到1970年的迁移研究以男性为主，反映当时迁移者多是男性，并以就

业为主，让迁移研究偏向于男性与公领域，家庭迁移被忽略（Kofman 

2004; Raghuram 2004）。到1970年底，家庭的观点被带进迁移研究。 

Miner（1978）运用人力资本理论讨论家庭迁移，视迁移是家庭投资行

为，也是家庭理性的决策（Nivalainen 2004），但仍以男性为主，忽略家

庭成员因迁移产生的损失。1979后迁移研究探讨双薪家庭、夫妻迁移中

对女性配偶产生的影响（Boyle & Feng 2009），女性因配合男性配偶的生

涯，产生中断工作、无业，牺牲论述因而产生（Raghuram 2004），继而

讨论女性生命历程与迁移的关系。1980年末，愈来愈多的人离乡背井在异

国工作，家庭团聚成为移民政策的重点，促进家庭迁移研究，关注家庭

支持和家庭网络（Boyd 1989）。家庭迁移是个人与社会的连结点，也是

公私领域的交会处，交杂个人生命历程、家庭生命历程（Nauck & Settles 

2001: 462; Nivalainen 2004），因家庭迁移本质与型态不断变动，难以产生

类属（Kofman 2004），成为研究挑战。

简言之，个人迁移是家庭能量的延伸，家庭迁移与国家政策的制度性

规范有关，迁移研究有家庭的思考，方能超越传统迁移研究存在的二元分

类（dichotomy），包括长期vs.短期、国内与国际、经济目的与非经济目

的、自发的vs.强迫的，并把这些二元分类整合为整体，突破迁移者是谁？

是男性或女性？主要迁移者或依亲者？更不要说迁移研究牵涉到阶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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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区域政治经济分类（黄佳媛、姜兰红、陈端容2012）。

综合以上，国际迁移研究已纳入家庭与文化幅度，并强调国家角色。

如今，跨国家户（transnational household）成为一种生存与奋斗的型态，

反映年龄、世代、时期与地方的特定连结（Findlay, McCollum & Gayle 

2015），说明移动之民在全球网络中不断前进，家庭与国族力量得持续扩

张，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制。

（2）台湾国际迁移研究：忽略金门与海外家庭长期变迁

台湾国际迁移的研究，呈现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发展轨道。1960

年代起，因国外新移民法令的修订，台湾人经留学、工作及投资等管道，

定居于美国、加拿大、澳洲等。1980年代台湾南向政策，台湾人前进东南

亚发展（顾长永2006），1990年代起，纽澳开放移民，台湾人也跟进（宋

郁玲2002）。两千年以后欧美经济衰退，中国和东南亚经济发展，吸引台

湾人（尤其是年轻人）转向亚洲（顾长永2006），可见台湾人海外迁移动

线深受国际政经之影响。

“台湾人到大陆”的结构性脉络，成为近年迁移研究焦点。有的关注

台商与其家庭的生命经验（Lin 2013），有的关注台青到大陆工作与教育

（吴伊凡、蓝佩嘉2012），曾嬿芬（2012）指出台湾人到大陆呈现阶级化

和年轻化的现象，是家族文化资本累积的计划，便于与世界接轨。由于到

大陆工作和求学，在国家政策不支持下，凸显社会网络和家庭角色的关键

（Tsai & Chang 2010）。

具有历史定位的金门，在不同历史时间隶属不同国家，迁移路径深受

国家宰制。金门自古隶属中国福建省，金门人随福建帮经厦门往南洋，背

后是殖民统治者的操作（萧新煌、张翰壁、张维安编2020：17）。冷战蔓

延，金门变为中华民国一个离岛，国共内战爆发，蒋介石迁台，金门变为

军事堡垒，国际迁移必经台湾，受到严控。到2002年小三通政策实施，国

境管制松绑，金门蜕变为两岸跨界的快捷方式，因此，研究金门国际迁移

需要理解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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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迁移素被纳入华人迁移研究，并在金门学范畴发展，有三个相关

主题：1.海外金门的结社和会馆；2.侨领对金门社会与宗族的贡献；3.家

族迁移的描述。这些研究时点多在1980年以前，充满男性个人主义或男性

社群的集体记忆，如晚清金门山氏王后中堡个案研究（江柏炜2003），也

有描述金门家族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如菲律宾（江柏炜2016a）、文莱烈

屿家族（江柏炜2019），肯定金门迁移具家族意涵，但忽略将金门家庭迁

移与国家、超越国家的脉络连结。

尤其闽南人在海上称帝的历史，均见宗族、乡团与结社在特定时代扮

演的意义（汤锦台2013）。早期海外华人多以血缘、地缘为结社基础，来

自同县、同乡与同方言形成凝聚力，组织秘密会社，或形成公司、帮、会

馆，从地方层级，扩大到省级（福建、广东与广西）组织（如会馆）（古

鸿廷1994），州、邦层级，又和产业性组织链接，形成交错的连结和网

络，捍卫华人利益。自中国崛起，全球性宗亲组织（如特定姓氏宗亲会全

球总会等）的形成，并随国际发展框架动态移位，更须把政治与经济作用

带进宗亲和华人结社的变迁，以掌握相依生命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简言之，台湾国际迁移研究忽略离岛，金门做为一个闽南族群的国际

迁移，多呈现落番时期的男性经验，忽略家庭，因此，把家庭带进金门迁

移并连结巨视政治经济脉络，助于发现闽南家庭跨国迁移的样态。

（3）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重管理，忽略家庭生命历程

华人在海外生存，受限教育、语言，移民第一代从苦力走向经商，

是政治经济的产物。从小生意，发展中小规模的家庭事业，扩张为家族企

业，多被归纳在管理学范畴，讨论家族企业界定（储小平2004）、海外华

人家族事业的治理特色（李新春、檀宏斌2010）、结业与交棒（Bruton, 

Ahlstrom & Wan 2003）等议题，强调华人企业特有的文化逻辑与治理型

态。华企研究自1960年网络分析和1980年经济社会学的出现后，焦点多

放在华企内部结构与安排（方伟晶、陆超明2013），从西方管理学讨论

文化和家族伦理在家企的矛盾与张力，忽略事业是家族的经济面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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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分割的整体。仅有宋丽红、李新春与张书军（2018）认为海外华人企

业的分家是一种家庭演进的过程，助于家业在异界扩张。方伟晶、陆超明

（2013）提出华企组织型态须放在全球化脉络，加强经济全球化和华企组

织变迁的链接，以呈现华企发展与内部安排是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共构

的产物。

以马来西亚华人生意和家族企业的研究，首推2003年出版《马来西亚

华人生意》，是第一本深度描述马来西亚华企如何受政治经济影响之作，

其以1957年到1997年金融风暴前，呈现12个华企、华商的成功之道。Yue 

& Kean（2014）仅关注代间交棒与内部分权，李健友（2016）以马来西亚

橡胶业为主，以公司创立于马来西亚建国后至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背景，透

过11个家企，探索将第一代创立者的隐形智慧在交棒时转化成为企业创新

的基础。这几篇代表作，展现马来西亚华商卓越的禀赋和强大韧性克服马

来西亚族群政治的挑战，但缺少从马六甲发迹的金门家族的长期研究，呈

现特定地理位置中金门家族在全球化下演进历程，如何因族群和阶级有不

同的家庭变迁历程。

对金门人来说，离散并不减损家族与宗族完整性，海外金门家族的事

业发展是经济家族的展现（江柏炜2003）。透视家庭生命历程中事业之变

迁、探索在马六甲栖息的金门家庭百年变迁及家业历经五代的特定关系，

反映原乡金门、侨居地在百年的多重变迁，是本文主要目的。为此，主要

提问：1.冷战蔓延初期（1900年）金门家庭迁移到马来西亚马六甲，百年

家庭生命历程样态？如何与主要特定历史阶段下制度脉络连结？2.在马六

甲金门家族的事业演进经历那些历程？治理模式如何反映不同时期的内忧

（家庭压力与冲突等）外压（政治经济政策的压力与要求）？3.家族主义

与文化逻辑对海外金门家庭变迁与家业治理扮演的角色与意义？

三、研究典范、研究设计与过程

流动（mobilities）是相依的生命在时空上流动，涉及社会关系的改变

（Friday et al. 2015），透过跨界者的声音，方能捕捉隐而不宣的生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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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有别于量化研究典范，质性研究是以人为导向（Patton 1990: 32），

基于建构理论之本体观，透过平等、合作关系，研究对象分享观点与感

受，达到认识现象（Williams, Popay & Oakley 1999），采多元方法论和弹

性的研究过程，呈现脉络深度，并兼具性别与文化多元性（Tyson 1992）

的研究典范。

质性研究运用在家庭企业研究，更有特殊性。Fletcher,  Massis 

and Nordqvist（2015）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s and family business 

scholarship: 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一文，解析多篇以质性研究运

用在家企领域的文献，从研究议题、设计与资料分析讨论质性研究运用在

家企领域的优点与限制。该文指出个案研究法应用在家企研究相当普遍，

包括单一个案与多个案的研究设计（multiple case design），样本愈多可能

难以深度、全面掌握每一个案的细节，尤其是长期和跨代的家企变迁，忽

略捕捉家企存在双元性与矛盾，难发现隐而不宣的智慧。基于捕捉金门家

庭在马来西亚的百年奋斗历程，从多层次分析呈现家庭变迁与政经结构的

链接性，发现家族存续和家业永续的隐形智能，本研究采单一个案研究设

计达掌握脉络全面性与深度的目标。

（一）单一个案研究（a case study）的方法学

单一个案研究基于建构理论（Stake 1995），深度扎根于脉络中各种

现象（Miles & Huberman 1994）。就研究目的而言，单一个案研究设计需

考虑能否回答how与why的问题，呈现脉络“厚度”，即脉络连结性与复

杂性，达到全观理解（Yin 2003; Baxter & Jack 2008）。单一个案的分析单

位，可能是个人、家庭、组织、小区或是国家，视研究目的而定。但为避

免选样或决定分析单位的困扰，可透过时间与空间、时间与活动、脉络和

定义来界定个案范围（Stake 1995; Yin 2003）。

单一个案研究法应用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研究相当普遍，但倾向企业内

治理，如Tan & Fock（2001）、李新春与檀宏斌（2010）。以马来西亚华

人生意和家族企业的研究，Yue & Kean（2014）强调（海外）华人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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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涉及代间交棒与内部分权，忽略家庭驱力和移民社会对移民迫切性

需要的讨论（吴元珍译2013），也忽略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变迁反映资本

主义市场和政治压力的结果（王宏仁2001），并缺乏长期研究。近年研究

亚洲百年华人家企者，只有李新春与檀宏斌（2010）以一个香港百年家族

企业，讨论家企内部分权路径，可惜过于呈现企业存在的封闭性，忽略家

企、家族和外在环境的连结。

本研究选样设计与策略是依据Stake（1995）和Yin（2003），依时间

与空间、时间与活动、脉络和定义来界定个案与其范围（如表3）。1.在

时间向度，金门家庭迁移以冷战蔓延东亚的1900年为始点，并以研究时

点（2020年）为终点，经历马来西亚殖民时期、独立建国时期、实施一连

串国家经济政策的时期，家业在百年并未在任何时点有歇业和结业的情

况。2.空间面向，是以马六甲为主，因其在史上具重要战略地位，从16世

纪起马六甲华人以闽南福建帮为主（孔复礼2020：89-90），1950年闽南

帮多做树胶工厂、驳船、采石、卸货、木匠等工作，1980年西马60个市镇

中，33个市镇华人人口超过该市镇一半，马六甲华人人数占该市镇约75%

（石沧金2013：48、72）。中小规模华企在1970年前占有限公司的资本低

于30%，到1990年增加至45.5%、2006年42.4%，其他年代维持35%上下，

在制造业一拔头筹，并在服务业有显著成长（Gomex 2013: 88-89）。以马

六甲为场域，有利于掌握地理与族群关系在经济政策下的交互作用。3.以

家庭为主体，其事业单位为家庭经济的一部分，从家庭结构、家庭事件、

家业范围和治理型态等为主题。

访谈对象的接触，自2019年8月起研究者透过学术网络，连结马六甲

金门会馆与巴生市雪兰莪金门会馆，请会馆提供可能的访谈家庭，并于

10月前往两地进行密集式访谈一周。后发现吴家符合选样条件，第一代于

1903年到马六甲，至今超过百年，从小店、矿业、屋业承包与屋业开发、

工程业到服务业，历经五代，为主要参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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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本研究单一个案研究的选样向度

向度 时间 地点/空间 单位 活动/事件

内涵 始于冷战初期

迁移经历马来

西 亚 独 立 建

国，至研究时

家业续存的家

庭

马六甲，16世纪起

为闽南人主要迁移

之地，经历多国殖

民为国际商城，

华人有相当影响

力；2013年以后中

国一带一路政策将

其纳入主要丝绸通

路

家庭与家庭企

业，包括家庭

阶段、家庭关

系与变迁；企

业沿革，视家

业为家庭经济

活动

婚姻、分家/继

承、迁移、个人

生涯（教育与留

学）、家业发展

史、家业治理的

模式、华人社群

组织的活动与变

迁、与金门关系

作者自制。

（二）资料搜集策略：深入访谈和档案分析方法的结合

资料搜集是在2019年8月起到2020年10月，包括档案资料和访谈，访

谈先是2019年10月一周密集性访谈，后同年11月第五代继承人参与金门举

办寻根之旅，进行一次非正式对话。次年因疫情爆发，于7月进行在线访

谈吴家亲友、五代继承人，直到10月为止。与吴家第四代访谈计5次、第

五代2次（不包括参访旅店）、其他亲友2人各1次，每次约1.5小时。访谈

前签订协议书，经过同意全程录音，地点多在办公室（包括在线访谈）。

在马六甲数日多与吴家成员一起生活，如到市场观察华人市场、到宫山峰

访查并品味苦力餐、参访吴家古厝和事业所在地、全家看球赛、观察旅店

经营，尤其前往第五代筹设饭店过程和主观经验。第四代提供保存家族的

信件、报刊（如金门日报）、书籍、照片，多元资料做为资料品质之检

验。同时拜访金门会馆、宫山峯文物协会，搜集会馆功能及早期苦力工的

资料。访谈方向包括家庭成员早期在马六甲的工作与生存经验？代间与代

内家庭关系和运作模式？性别角色的分工？接手家庭事业的方式与过程？

接班人如何面对不同的压力与机会？不同时期家业的内涵、规模？和如何

与金门原乡保持连结？除访谈，搭配档案文件，包括正式出版的传记、书

信和报导等。本文初稿经吴家代表讨论，澄清资料和文中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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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料分析的策略与过程

资料整理与分析是并进过程，分为不同阶段。首先是将受访者编

码，Wu1表示是吴家家业创始人，Wu2是吴家第二代主要继承人，以此类

推。其次，依据理论建构历史阶段。台湾与马来西亚，从二战后先后被列

强殖民，在冷战蔓延下，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台湾走向民主化，透过国家

计划经济政策，促进工业化，但马来西亚族群政治某种程度影响政治民主

的发展（戴万平、顾长永2001）。冷战结束和中国崛起，与中国多边互动

与深度交往成为金门和马来西亚的重点。为此，将两地政经体制自1900年

至今分三阶段（表4）：1.殖民时期（1900年至1949年），是冷战蔓延东

亚，金门原隶属中国到为台湾统治。马来西亚先后受荷兰与英国殖民，到

独立建国前；2.独立与工业化阶段（1949年至1990年），台湾与马来西亚

实施计划经济，走向工业化。马来西亚实施新经济政策，产生对华人特定

结构性压力，金门处于长期戒严，发展停滞，人口大量外移台湾（刘香兰

2019）；3  3.“东亚区域政治”（1990年至2018年），中国崛起，成为世

界中心，金门和马来西亚纷纷与中国发展多边合作和互动，金门与马六甲

也有新的地位。

表4：历史主要阶段：金门原乡与马来西亚侨居地

金门：原乡 马六甲：侨居地

1900-1949年
“殖民时期”

日本殖民与国共内战，

金门原属中国，后由中

华民国管制

所需要劳动力来自中国福

建，华人在经济占优势

1949-1990年
“独立与工业化阶段”

金门战地政务戒严支持

台湾工业化

1957年独立

1970-1990年新经济政策

1990-2018年
“东亚区域政治”

1992年金门解严

2002年后成为两岸直接

的前线

与中国和世界多边交流

国家发展政策

东亚自由贸易区

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将马

六甲纳入海上丝绸的重要

转换站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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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整理是将录音文件转为逐字稿，进行开放性编码。编码立基于家

庭生命历程理论强调多层次分析，将资料区分三个层次：1.结构层次：家

庭结构如何受制度与跨制度的影响；2.互动层次：强调家庭角色与规范的

建构、家庭团体内部和亲友网络的角色和影响；3.个人层次：家庭成员个

别生命事件、阶段变迁和轨迹与家庭事件。资料分析过程，依照各历史时

期经济政策与政治制度整理为结构性脉络，再将吴家事件分类（家庭、家

企、华人社团）对应特定历史阶段，发展特定历史阶段下各概念与主题，

最后整合三个历史时期下家庭型态、家业治理的模式、华人网络特征，链

接全球化脉络，形成论述主轴。

表5：发展概念与主题的分析过程

金门：原乡 马六甲：侨居地 吴家主要变迁

1900-1949年
殖民时期

日本殖民与内战

金门从隶属于中国

转变为台湾离岛

殖民时期

英国建构族群阶层

的政治经济系统

男性连锁性移民，后

举家迁移家业草创，

第一代个人主导

1949-1990年
独立与工业化

阶段：

金门战地政务戒严

台湾工业化

1957年独立

1970-1990年新经

济政策

异乡变原乡；持续离

散：第三代起前往澳

洲留学

家族事业扩张

事与钱分离的交棒模

式

1990-2018年
东亚区域政治

1992年金门解严

2002年金门为两岸

互动的前哨

国家发展政策

马六甲为中国一带

一路的重要转运站

跨代接班团队

前进服务业

引进现代治理

华人文化资本与全球

网络

作者自制。

如表5，在1900-1949年殖民时期，金门人迁往马六甲是该处殖民统治

吴家被迫离散与团聚：家业发展有备无患

持续的跨国离散与生命历程的歧异：跨代接班危机

与化解秘方

家业重整支持家庭永续：现代治理缓解内忧外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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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劳动需要和金门政治动荡不安的推力，吴家从个人迁移变为家庭迁

移，也存在日本殖民和冷战蔓延下战争的结果，家庭团聚让海外吴家奋斗

无后顾之忧，家庭成员成为生产的生力军，降低成本，形成“从个人迁移

到家庭迁移：家业发展有备无患”的主题。此与独立建国与发展工业化时

期的主题“持续的跨国离散与生命历程的歧异：跨代接班的危机与化解秘

方”、东亚区域政治时期的主题“家业支持家庭永续：现代治理缓解内忧

外压”进行连结与对话，形成“一个家族、五个世代：吴家百年征途的历

程”的主轴（图1），将家庭变迁与家业治理连结百年金门与马来西亚的

多重变迁。

图1：从家庭事件连结政经脉络形成主题

四、两渔村、两种历史创伤：卷进热战的金门、
                    受列强争夺的马六甲

金门（Quemoy），旧称浯洲、浯江等名，由金门岛、烈屿（小金

门）等岛组成，坐落于台湾海峡西侧、福建厦门湾外。1949年前金门属于

中国福建省，随着16世纪东亚贸易网络形成，连结中国福建省、马来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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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南半岛等地（汤锦台2013：162），开启华人移民的第一阶段（胡其

瑜2018：30），金门是福建帮，透过连锁性移民网络向外迁移，是谓“侨

乡金门时期”，这个历程金门人称为“落番”。“番”是指中国人自古

瞧不起文化比自己低落的四周异族，称为东夷、南蛮、北狄、西戎，闽南

人称东南亚土著为“番”。另一个说法是“番屏”，“屏”在闽南语是 

“边”的意思，到南洋便称为“落屏”（张姿惠2018：114-115）。当时

进出国境不需任何手续，到南洋也无入境限制，从1882年到1932年，每年

到马来半岛的华工在十万人以上（孔复礼2019：199）。金门迁移是沿同

族同宗路径与目标，如珠山村薛氏前往吕宋、湖下杨氏前往新加坡、小金

门人前往文莱，各宗族分道扬镳进入世界劳动体制。

冷战在东亚蔓延，金门成为冷战的热战点，跃上世界舞台。1949年

后，金门成为台湾一个离岛，在蒋介石统治下实施长期50多年的军事戒

严，被称为“军事战地政务时期”，阻碍金门与外界联系，社会发展停

滞。直到1992年解严，2002年起成为两岸直通的中继站，开始与中国多面

深度往来，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近年举办全球性“世界金门日”象征金

门集体意识和连结，突破两岸政治框架，图谋发展的企图。

马来西亚是闽南华人主要迁移地。马来半岛最早居民为Negrito和

Senoi各族，原在沿海以采猎或在内陆密林耕种维生，有移民者后被迫迁

往中央内陆山地。马来半岛位于东西贸易航道枢纽，自古便有印度、阿拉

伯、中国商人在沿海进行商务活动（王国璋1997：20-21）。重商主义时

代，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殖民，尤其在英国殖民时期，建构保障马

来人和土著的政治体制，以利英国发展工业化，为汲取地方原料，所需大

量人力由中国沿海地带的华人递补，华人多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镇或港

口。英国殖民时期，产业多是外资企业，尤其是英国，到殖民后期，制造

业以华人家族为主的中小企业为主（Gomez 2013: 87）。1957年独立建国

后，马来人在经济上的劣势成为社会压力，513族群暴动事件为实施20年

新经济政策的引线（王国璋1997：147），建构马来人多利、华人让利的

族群阶层。

新经济政策目标在建构国家整体的连结，消弥贫穷，透过保障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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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措施，保障马来人经济优势与利益。在公部门部分，大量设置国营企

业和公家机构，政府介入公部门的晋用与管理保障马来人就业。在私部门

部分，规定工商业领域至少有30%马来人的参与治理和分享，马来人在特

定产业的企业要有100%股权，否则华企没有资格进行政府标案。更成立

马来人自营企业和银行，建构双元产业体制，让马来人在公、私部门遍地

开花，增加与华企的竞争，将马来人置入华企组织，形成马来人掌握拥有

权、华人掌握执行权的权力结构，改变华企体制（Gomez 2009）。新经济

政策建构独尊马来人的族群阶层，国家资源在族群间透过部门、产业结构

和组织分工进行整体再分配，华人和其他族群处于边陲和被剥削的位置，

引发华人出走。

尽管新经济政策达到促进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降低绝对贫穷率、

创造马来人向上流动的目标（Lee 2015: 169），但也种下更深族群内、族

群间张力和长期国家发展的隐忧，包括图利少数马来人利益、形成新的

政经垄断联盟（王国璋1997：20-21）、加深区域不平等和财富所得分配

不均等。从1970年到2008年华企在工业与制造业比例并未下降，更在服

务业领域有显著成长，而马企成长比例停滞（Gomez 2013: 88），显出华

企撑起马来西亚经济半边天，在逆境求胜的动能。2010年推出“经济转

型计划”（ETP），列出最有潜力和能促进整体经济增长的12个全国重点

经济领域，包括棕榈油种植、旅游业、金融服务及电子产品业等等，吸引

外资。中国崛起，基于中国经济实力、中国是东亚武装武器主要供应者、

华裔占马来西亚人口1/3种种条件，马来西亚以中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如

今，马国在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已经离不开中国（Dhillon 2015: 382），

华企华商顺势进入两国合作的网络核心，重构华人在马来西亚族群阶层的

新地位。

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西岸，与西边印尼苏门答腊中隔马六甲海峡，

北方是吉隆坡、往南是新加坡。自古，马六甲海域是重要国际海运通道，

也是与中国最早建立关系的港口，天气稳定，有自然资源及世界最茂密的

热带雨林，其天然橡胶、棕油、锡的出口举世无双，木材、天然气、石油

及胡椒产量胜于东南亚各国，让她成为东西方商业交流之地。在殖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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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西方列强抢夺之地。葡人与荷兰人先后统治马六甲，1795年从荷兰人

取得统治权，维持马来政治既有的封建传统。到英国殖民统治后，为能供

给工业化需要的原料和物产，进行马六甲空间重划，建置交通、通讯工程

和基础建设，所需大量劳工，受限于当地农民自有土地难以动员，开始吸

引华工与南印度工进入粗重与报酬较低的工作，而成为华工栖息地，进入

锡矿与橡胶的开采，尔后更随殖民统治者的需要，进入制造业和建筑业。

近年其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重地，又被中国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架构纳入中继

站，带动文化与经济商机。2019年马六甲州吸引投资额8.79亿马币（约合

2.15亿美元），其中国内投资额为6.1亿马币（占总投资额69.4%），外人

直接投资额为2.69亿马币（占总投资额30.6%）。政府也计划性开发“马

六甲海滨经济特区”（Melaka Waterfront Economic Zone，简称M-WEZ），

将兴建自Umbai延伸至Tanjung Bruas 22公里的1万5,000英亩（6,070公顷）

的填海土地，将其转变为独特国际投资与商业中心（经济部/驻马来西

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经济组2020）4，百年来，她永远是一个枢纽和要

塞。

金门与马六甲两地因列强殖民侵略和冷战蔓延被卷进世界网络，改变

无数人民与家庭的命运，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刻画在两

地流动的吴家家庭史，成为特定族群家庭的集体记忆。

五、研究发现：一个家族、五个世代的吴家百年征途

出生在金门大地的吴家子弟，踏上“落番”脚步。1903年，吴家子弟

三人一起下南洋，Wu1是16岁。离开金门，先后到泰国、新加坡做苦力，

再到马来西亚麻坡，定于马六甲峯山宫，与金门乡亲一起做苦力，至今已

超过百年。百年间重要转折与金门、马六甲的多重变迁镶嵌（表6），具

体反映在家族事业的变革（表7）。从一开始三人行，只是苦力工，后成

为资本家与企业家、华商网络的领导。第一代没受过教育，从其三代起留

洋，多有硕士学位，到2019年家族有60%在海外定居，家族成员上百人。

吴家家业规模从1950年代数百元马币到2008年已达近亿马币，员工也从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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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工为主转向跨族群的结构，一个家族五个世代，如何走过风雨飘摇马

六甲和金门的百年？以下透过史时间序列勾勒吴家特定阶段的生命历程样

态。

表6：金门原乡与马来西亚侨居地主要历史阶段

金门：原乡 马六甲：侨居地 吴家主要变迁

1900-1949年
“殖民时期”

日本殖民与国内内战 马六甲为闽南人迁移

主要目标

数人先行迁移，后

举家迁移，发展石

业

1949-1990年
“独立与工业

化阶段”

金门战地政务戒严

台湾工业化

1957年独立

1970-1990年新经济

策，发展工业化与族

群政治体制

华人出走潮

家族事业扩张，涵

盖木材、建筑和工

程，第二代接棒

吴家子代前往澳洲

念书、工作定居

1990-2018年
“东亚区域政

治”

1992年金门解严

2002年小三通政策后

成为两岸来往的前线

举办世界金门日和金

侨后代寻根之旅等

国家加强私有化政策

马六甲加速都市化

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

经济计划重要港口

新的国际投资与商业

中心

跨接班团队；

建立治理体制，增

进与原乡互动

第五代从澳洲留学

后返回，进入家族

事业

作者自制。

表7：吴家家族事业的百年变迁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事业内容

与版图

屋业承

包、开发

和石矿

屋业开发、

工程承包

和石矿

屋业开发

和石矿

地产管理、石

矿和收租

地产管理、石

矿和收租，渐

进旅游业

经费规模 1950年代

数百元马

币

1-2分/日
薪

1970年代

数千马币

未满一元/
日薪

1990年代

百万马币

2-3元/日
薪；180
元/月薪

2002年代

千万马币

40元/日薪

2018年代

近亿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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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持有股

份比例

100% 100% 40%、

30%、30%
保持3份股

权，各家族各

自有控股，并

只能委任一位

董事，永远保

持3个董事为

家族效劳

未知

家庭成员参

与管理的人

数

2 2 3 5 6

员工背景 福建金门

为主

福建华工

为主

华人为主 跨族群 跨族群

继承者教育

（专业）与

学历

无 无

自学

英国毕业

（硕士）

英国毕业，澳

大利亚毕业 

（硕士）

英国毕业，澳

大利亚毕业 

（硕士）

继承者其他

工作经验

码头工人 承包经营

管理经营

无（读完

书回公司

任职）

无（读完书回

公司任职）

无（读完书回

公司任职）

作者自制。资料来源：Wu4。

（一）殖民时期：吴家被迫离散并在异乡团聚落地扎根

（1）原乡金门、异乡马六甲在殖民统治时期下的政经脉络

金门一直是移出社会，16世纪中叶后金门海外移民已见于地方史

料，1860年后移出量达高峰，在1915年到1929年，金门人口少41%（江柏

炜2016b），日本殖民金门短短八年（1935-1945），种下国族仇恨，金门

人又逃难到南洋（欧阳仪雄2019）。金门岛在男性出洋后，成为留守妇孺

岛（刘香兰2019b），散布在各国的金侨透过汇兑，协助乡里发展和改善

家庭生活。直到1946年国共内战，金门成为台海防线，50多年的军事戒

严，岛上居民依赖非正式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停滞。

马六甲从1795年受英国殖民，到马来西亚联邦成立，计166年之久

（林若云2001：28）。为巩固殖民政权，英国承认马来人为当地土著，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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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特权，建构族群政治体制。二战间，日军占领新

加坡，侵入马来西亚达三年八个月，二战结束后，她重回英国殖民，1948

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透过多元族群政治的联盟，马来人特权在马来亚联

合邦宪法受到保障（陈立圆2020），在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在经历不

同帝国殖民下，不仅是多元族群的社会，更是以马来人为首的族群阶层社

会。

马六甲是金门人主要栖息地，因英国占领马六甲需要大量劳力开垦，

为招募中国南方劳工，透过香港洋行、船务公司、买办提供优渥酬劳派遣

珠仔贩子深入广州、汕头、厦门附近乡镇活动。当时华工劳动迁移管道有

三：1.客头带领结伙出洋；2.自愿自费，自行前往，在他国亲友接应；3.

透过卖猪仔当契约工（李业霖2001：112）。在马六甲华人与富商居住于

城镇，因勤奋迅速取代马来人，为英国开采锡矿，引起华工采锡热潮，促

使矿业蓬勃发展，橡胶业也是透过华工发展，有的华人在累积资本后转而

从商（王国璋1997：24-25），扮演中间买办者，华人群体的角色和地位

日渐区别。

殖民时期进入马来半岛的华人，因地方和血缘的纽带在马六甲各自群

结成公司或帮，金门人秉持闽南文化传统，宗亲辈分的家族伦理、以姓氏

标示群体、建造族姓祠堂和祭拜祖先精神中心（苏黎明2018），区分华人

群体，也有秘密会社，画地自限，因矿地利益冲突争斗，在英国殖民体制

管制帮派械斗（王国璋1997：42），以宗亲会和会馆为台面上组织，当时

已有某一方言群体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方言群体领导透过掌握华人社会

和提供所需服务取得权力（孔复礼2019：112、216），累积华人社群的社

会资本，后在族群政治下，华人社团开始不分你我，走向连结与团结，维

护华人集体利益。

（2）吴家被迫离散与团聚：家业发展与扩张

大地村（原名大治），是一单姓村落，因缺屏障挡御强风，收成不

易，村人开始出走，1903年，年仅16岁的Wu1与兄弟经厦门，先到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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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不堪操劳病逝，后因薪资微薄，Wu1与弟弟转往新加坡，做几年苦

力，没发展机会，后听闻金门人在马来西亚发展不错，便前往马来西亚麻

坡，先在石头工厂当石工，无法脱离3D工作，再转向马六甲。

英国殖民统治者为极大化对地方资源的汲取，改变马六甲空间，让

主要命脉的平原街道更为开放，建设道路、设置通讯电话，聚落分布也从

沿海延伸到内陆。苦力街位于垂直街道系统，靠近沿岸，是中低下阶层聚

集处，也是相当拥挤的杂乱住宅单位，周边衍生相关的民生小店（刘政宽

2020）。Wu1与弟弟便待在估俚间（意旨苦力集聚之地）栖身。估俚间位

于马六甲老街峯山宫内（供奉福建安溪清水师与关公等），以单身男性为

主华工，曾多达百位，吃喝住在一起，打架闹事，争夺工作，常有之事，

内有苦力中介公司，1947年估俚间正式注册为码头工友联合会，集结华力

（张姿慧2018：124-127），此不仅是支持体系，更是有效率的人力聘雇

交流中心。吴家兄弟被安排在码头做搬运工，7月到年底是旺季，搬运外

国商船输入中国杂货、泰国饲料、印度盐和西欧肥盐，淡季时他们自行承

接散工，如做水泥等，增加收入。

几年后，兄弟存了钱，为脱离苦工身分，Wu1曾待过工地，认识同

业，对建筑有兴趣，便在马六甲开一家专售五金、铁钉与木材买卖的小

店，取名“金泉成”。其弟往船运发展，两人各有生涯。在建材行生意有

起色，又盖木板厂，盖板屋当仓库，将仓库二楼供工人和亲友住，成为金

门人接济所，除提供工作外，更帮忙将金门妻儿迁往团聚，让Wu1备受敬

重，形成金门帮（张姿慧2018：122）。

因金门多是花岗岩，Wu1是在花岗石环境长大，又曾在麻坡当打石

工，对石头建材略有了解，尝试买小山开采花岗石，转做石业生意，是事

业转折点。正逢英国殖民政府要在马六甲进行填海工程，石材需依赖进口

费工、费时，吴家石山成为独占者：

自己是厂商，他们自己是厂商，他们有工法，这是最重要的东

西，他们就有那个材料，更何况那个时候没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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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1掌握生产工具与方法，运用福建帮的人力资源，建立“山王”事

业。又与福建人结成拜把兄弟，延揽更大公共工程（如马六甲地标性建

案，包括国泰大桥、国际桥等），事业规模扩大。当拜把兄弟过世，Wu1

照顾其妻小，展现华人特有的道义和义气（张姿慧2018：136）。后因

无暇兼顾板厂生意，将板厂卖给同乡，将“金泉成”改为“金泉发”。

石矿工程曾组织百来位华工，多半是金门同乡，可见他企业已达相当规

模。Wu1又与同乡一起建造与销售，在房地产业有所展获，购置不少土

地，事业如日中天，走向多元。吴家从五金行到石矿、建筑业、房地场和

承揽公共工程，运用血缘、地缘关系纽带，成为社群领袖，事业集中在矿

业、建筑业和工程界，有土地、资本、生产方法与材料、工人，自成吴家

一条龙的经济体系。

江柏炜（2016b）指出早期出洋的金侨抱持衣锦还乡，依循金门传

统，嫁娶以金门人为主。Wu1在1917年事业有成，返乡探亲娶亲。次年

生下长子Wu2，1921年带妻小与弟弟迁移马六甲，1937年日本占领金

门，Wu1更将金门亲族迁往，观望家乡情势。他与妻子共育6子女（2个儿

子，4个女儿）。后在马六甲另娶二房，生下3子4女，加上收养4个儿子，

共计17名子女。在金门进入战地政务军管时期，海外金侨与金门原乡互动

受阻，迫使吴家在异乡落地生根。

马六甲华工因做苦力和压迫，出现群体抽鸦片之习，让其素有勤俭勤

奋、储蓄侨汇形象和败家、不理性刻板印象并存，如何解释华工群体存在

的矛盾？吴元珍译（2013）《血汗与麻将：一个海外华人小区的家庭与企

业》一书诠释在印度的华人既有道德勤俭持家、累积资本的道德，也与各

种赌博活动并存，赌，受到印度当地的谴责，但在华人社群难以抑制的理

由主要是赌和命运连结，赌的意涵不仅是输赢，也是社交、刺激、命运和

手气等，海外华人际遇本身是一个赌注。

早期华人在不同国家抽鸦片，存在特定历史条件。国家法律是否禁

止是先决条件，殖民统治者可能禁制本国人抽，而对华工采开放、引诱，

满足单身男性缺乏家庭支持、亲密关系、压力所需，更可能存在集团操

控，残害华人身体和财产，更藉此污名化华人群体形象，是另种宰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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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清湟1991）。Wu1抽鸦片成瘾后，影响事业，于1905年病逝。生前立

遗嘱规定石山交由长子，其他儿子继承现金，以他名义的不动产皆不能转

售，4个养子在马国法律不被视为继承人，画下继承界线：

以前，领养孩子越多代表他的…越有声望，越有财富，才可以领

养嘛，然后这些是他领养的啊，他有照顾啊，全部都有啊，但是

他在遗嘱把他的财产没有放领养的名字，对啊！

承袭金门传统，土地与房子是家族象征，不得擅自买卖，继承以男

性子嗣为主（林金荣2009）。从家族企业的定义，Wu1的事业符合家庭成

员在自己成立的企业中拥有相当的财力与权力的内涵（储小平2004），呈

现华企诸多特征，如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孔夫子的动力逻辑（Confucian 

dynamism），将乡亲纳入准家庭关系，又强调家族主义的角色，以忠义伦

常、五伦为关系网络的核心，并与权威家长式领袖有相当的个人连结（郑

伯勋1995）。

华人家企的继承有三种模式：1是财产均分给儿子，即诸子均分，是

传统模式，较易因利益纷争让家族企业解体或受到负面影响；2事业与金

钱的分开继承，由一子继承家族企业，其他儿子继承等额的财富，不会

造成事业日后多头马车；3将资金投资在不同事业体，分配给不同儿子掌

管，演变成家族事业集团化，第2有利于其他继承者独立投资特定事业，

第3种继承模式是透过将家业分配到不同继承者，在继承的产业互补原则

下，极大化家族企业的规模（王宏仁2001）。在Wu1所立的继承模式，采

第2种，运用家长权威摆平交棒的风险。

第一代交棒，沿袭闽南家族主义的传统，由长子继承事业、其他子嗣

继承财富，是长期计划性差别对待的结果。Wu2于1918年在金门出生，3

岁跟着父亲到马六甲，小学毕业后就跟着父亲学做生意，在家中补习英

文、建筑、工程与设计。19岁时，Wu1成立“Wu2有限公司”由第二代独

立自营。此以“长子独尊”的继承模式，建构继承者长期学习家业的特

权，透过先成立以子为名的小公司，锻炼独立经营的经验，稳定后再将公

司更改为父子之名，是种合并，从分支到合并，以父子关系为主的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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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社会的组织型态，以宗族和氏族网络为核心，在官府力未

及之处，靠亲族合作自保维生。海外血缘性结社更是抵御在地势力的唯

一防线，重要性更甚于在中国内地（吴燕和1885）。华人血缘性社团在新

马地区早期占优势，1900年在马六甲就有江夏堂黄氏宗祠（石沧金2013： 

52）。华工进入马来西亚后，华社担负劳动力转介、纾困和情绪支持、发

展在地华人教育和经济的功能。如Wu1兄弟进入低阶劳动力的华工网络，

为被协助的个体，适应环境后自营小店，事业有雏型后，自组华工网络，

第一代雇用百位乡亲，担起照顾责任，降低生产成本，兼顾华力的组织与

培养，将华工纳进吴家一条龙的生产体制。他的事业为独占者、他的工程

成为华人品牌、他的族裔企业凝聚福建帮与金门帮，吸引源源不绝的华人

跨国迁移，助于华人社群的社会资本的累积。Wu2协助将乡亲组织转为合

法组织，先后担任马六甲金门会馆主席、马六甲建筑商公会主席等荣誉

职，取得乡团与业团的代表性地位，对外与政府协商，对内调节纷争，多

行公益。至此，吴家势力已从家族、乡族社群扩大到产业领域、公领域。

1939年Wu1为Wu2结婚的贺礼，盖洋楼作为新居，家庭与家业重此整

合在一栋洋楼，外型以龟造型设计，象征长寿，有家族永续之意（张姿

慧2018：150-151）。吴家延续家乡传统，严守婚嫁及男女有别的性别角

色。Wu1规定“必娶金门女人”，在Wu2未满20岁，安排回金娶妻，后生

3男2女，吴家30多人一起生活，女性不得上桌吃饭，承担所有再生产劳

动，扮演两种角色，一是无酬劳动，降低家业成本，培养健康与有能力的

家庭成员；二是传承金门文化，逢年过节婚丧喜庆，负责蒸年糕、绑肉

粽、做红龟糕，也做金门服饰，传递家乡味。家乡文化的再制加强金门帮

意识与认同。此时与侨乡金门的连结主因Wu1母亲不愿迁往马六甲，Wu1

在1929年兴建吴宅，改善母亲与家人的生活（张姿慧2018：36），也呼应

1930年代前后，事业有成的金侨在金门老家盖洋楼与盖古厝，象征光宗耀

祖，做为日后落叶归根的准备（江柏炜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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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与工业化阶段（1950-1990）：回金无望，马国族群政经的

            压迫，吴家子弟持续跨国分散

（1）政权独立、工业化发展的政经脉络

二战结束，帝国主义退潮，中华民国自蒋介石撤台后成立，金门变

为冷战边界，进入多年戒严军管时期，人人皆兵，社会发展处于停滞（宋

怡明2016），金门人多迁到台湾，留在金门的家庭依赖军事经济，受到严

控，海外金门宗亲只能以复杂低调方式与金门往来（黄子娟编2017），在

马六甲的吴家被迫落地生根，偶尔绕远路经台湾回金门探望。

华人刻苦耐劳，在全球各地掌握相当经济实力，引起排华运动，无须

赘述。在马来西亚，华人经济成就早引起不满，1940年起华人推行华语运

动，成功塑造华人认同（萧新煌、张翰壁、张维安2020：117），加速积

累族群间张力。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独立大学的设置引爆多年压力，随

着1969年大选操作族群分裂及选后的政治重组，爆发513事件，造成华人

死伤与财产损失，截至6月30日华人死亡143人，从此压缩华人在政治的可

能（王国璋1997：108），促使1970年实施“新经济政策”，根本扭转马

来人在经济的劣势（Zin 2013: 31；王国璋1997：147）。

在Gomez & Saravanamuttu（2013）编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Malaysia（2013）以政策评估的角度剖析实施20年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

政策作为国家强力介入市场，企图建构国家连结为目的，消除绝对贫穷为

目标，透过各种方案与计划为手段，建立不同规模的马来人企业、扶植特

定国营事业促进经济发展，也进行公私部门人力替代，保障马来人在公、

私部门就业率，培养马来人企业（家）、确保马来人在各产业占有相当比

例管理与领导地位。新经济政策的成效，确实带来经济成长、降低马来人

绝对贫穷率（1970年全体贫穷率为42.3%，1990年降至16.1%）、马来人

在公部门就业比例大增、在私部门公司股权的占有率增加（20年来土著的

成长约28%、其他马来人约6%，外国人降低30.3%）（引自王国璋1997： 

148），马来人中产阶级形成。尤其自1960年起将中小企业纳入工业化发

展架构，迫使原本治理结构松散的华企改变治理型态（李健友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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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后更密集性知识为基础的工业化，华企面临相当生存压力。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非预期结果种下社会失衡发展。如公部门效率不

彰的治理问题，不同规模的马企发展欲振乏力，不如预期（Gomez 2013: 

90-91），存在高成本、低生产和依赖外资的马企体制，加深族群、城乡

不平等、马来人内部分裂，建构公部门以马来人独大、华企在私部门的区

隔（Lee 2013: 228），加速巫统有关既得利益者的阶级联盟。简言之，新

经济政策虽达到灭贫之效，换得失衡的社会发展。

在新经济政策下吴家的压力是相当特定。“其将政府工程放开给马来

人投标，华人公司要投标必须按市价卖出30%股份给政府隶属的子公司”

（张姿慧2018：163）。对一向承揽公共工程的吴家，无疑是增加竞争且

要无条件牺牲股权，权衡后吴家维持祖业石山的开垦、缩减建设和工程规

模，转向服务业。也因马来人在公部门成为多数，与马来人合作成为必要

条件，如同一位金侨分享：“我希望马来人要有钱，你知道吗？他们只要

有钱，这个社会就不会乱。因为马来人是一个最好的工具，为什么呢？因

为他们维持现状。我们华人才有机会赚…我们坦白说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能

够站的那么稳？就是因为马来人的族群性…只要我们不走政治，与马来人

很好相处”。当政府办公人员多是马来人的情况下，雇用马来人负责跑政

府部门、打通关节，成为一种策略，此改变华企纯用华工的传统，产生不

同层次和形式的中马连结（Gomez 2009；李健友2016），发挥支持性与补

充性作用。在中国崛起后，华商/华企成为两国中间者，产业内中马联合

促进产业升级、组织内中马的内部结构有利于公私部门联系，不同层次的

跨族群连带整合到发展架构，是新经济政策所建构的发展路径？

（2）Wu2为中心的跨国家业，家庭成员持续的跨国离散

就Wu4的说法，Wu1在家族事业的角色是买地、买山，真正让家族事

业发展与扩张的是Wu2。在1942年，Wu2在日本殖民政府委托，接下陈金

声大桥案，声名大噪。1968年英国殖民政府在马六甲建兵营，吴家独家供

应石材，可见其与政府有相当关系。后将“Wu2有限公司”改为“Wu2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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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有限公司”，成立“吴家父子有限公司”，转向建筑业扩张，扩张事业

的策略，与金门丰隆集团合作，是与妹婿、拜把弟兄联盟，准亲属化是将

事业扩张的基础。马来西亚发展重工业时，Wu2发展砖厂和水泥预拌厂，

继续买石山。1980年代转做建筑开发商，成为当地最大建筑开发商，随着

政府推广沥青道路，Wu2成立水泥拌厂，将沥青出口到新加坡，家族事业

迈向国际，包括在台北设有店面。简言之，一面紧跟政府产业发展的脚

步、一面连结乡亲是吴家家事业发展的要诀。

此时劳动力的雇用扩大到马来人，面对政府公部门的要求，管理权仍

以男性家庭成员为主，投资合伙和事业转让以乡亲为原则，展现华人家族

企业基本模式（孔复礼2019：244）。Wu2在产业、教育界、同乡会等社

群担任公益要职，并持续经济支持金门大地吴家家庙兴建，可见其在马六

甲和金门均有相当影响力。

Wu2严守不得娶外国女子结婚的家规（张姿慧2018：170），在金门

娶妻，后生5名子女，除长子外，其余皆出国留学，家族留一子照顾事业

与家庭是延续金门传统，留根传宗接代（江柏炜2012）。至此，吴家后

代继续跨国迁移，不再只是被迫出走，而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做为家庭策

略，以便返家精进家业，迁移目标国家以英、澳大利亚为主。国外学成

后，Wu2的次子、三子返回马六甲发展各自事业，家企朝跨业发展，与长

子共同参与祖业石山的治理。简言之，因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吴家子孙

继续跨国离散，家业以马六甲为主，复制早期金门家庭向外迁移后以老家

为中心的模式，而马六甲家业的重要性，不再只是光宗耀祖，更包含支持

子代在他国生存、原乡金门的发展，马六甲吴家的地位更为重要。

（三）1990-2018年冷战后区域政治经济：国家经济战略与家企现代治理

           的连动

（1）中国崛起的文化与经济全球化：金门和马六甲进入中国发展蓝图

1990年冷战进入尾声，1992年金门解严，十年后小三通政策的实施，

重启两岸互动，金门成为和平前线。至今，金门已成为国家与非国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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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通往东南亚的要塞（白永瑞2016：104-108）。随中国崛起，中华

文化与中华民族成为一种全球动员的文化标记，侨务成为外交政策的一

环，均以华人儒家文化逻辑运作，支持中国经济全球化（Ong 1999）。如

何成功“打侨牌”链接侨民和侨社组织，成为官方的重要任务。近年，

金门县政府透过Line连系就有五十多个侨社（翁维智2018），透过全球串

联，因应全球政治经济的机会与挑战。从2005年起举办“世界金门日”，

透过联谊性全球大会，让世界各地金门人共叙乡情、共谋发展、牢记乡

根、追求和平，达到“让世界了解金门，让金门走向世界”的目标，此以

地缘纽带为基础的组织，经过百年来的蜕变，展现新的链接型态，共谋利

益。为此，金门成为文化符号，动员侨乡时期与战争集体记忆，运用华人

符号链接中国的发展脉动，海外金侨、中国与金门进入到新的互动时期。

近年，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提出“2020宏愿”，将伊斯兰价值观注

入国家行政体系，在求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目标下，提出“向东政策”

（Look East Policy），进行第二次进口替代，发展重工业政策，鼓励本土

企业（如石化、木材、橡胶、棕油等），引进大量外资进入建筑、钢铁、

电子电器等，近年更强调知识、科技和人力资本的建构，让马来西亚成为

亚洲四小虎国家之列。为此，对国内企业要求现代治理，注入竞争机制，

削弱独占地位，迫使家族企业管理走向现代化与透明化，以利与国家经

济发展的整合（Goh 2008）。中国已是马来西亚的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

出口市场、第一大外资，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与中国密不可分（辜树仁

2018），运用华人企业产生国际间合作成为新的可能（Yue & Kean 2014），

这些种种加强国家对华企的介入与要求。

马六甲位置也在这个时期另有契机。古城内的建筑、教堂、广场以

及防御工事展现历史文化，蕴含多族群与多元文化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老街、老庙、老店、老文物被纳入观光与旅游计划，成为新重镇。马六甲

海峡与港口原本就是世界第二忙碌的国际港口，是中国石油输入的必经之

地，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马六甲海峡被纳入一环，两

国合作兴建皇京港，有利中国力量深入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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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响应政府压力与家庭歧异：家族主义逻辑成为解药

在Wu2于2001年离世前，已陆续将家业交给子孙。身为长子的Wu3，

沿袭金门传统，独留在马六甲学习家业管理。1991年，Wu2找回在澳洲念

书的长孙Wu4，进入家业、娶妻生子、重新认识金门传统与宗亲礼教。十

年后，Wu2过世，家业由子、孙辈接手（子辈3人、孙辈3人）。有别于第

一代交棒模式，因家族事业规模相当庞大、男性子嗣人数众多（同代Wu3

男性子嗣3人，到第四代男性子嗣有8人），产生以男性子嗣为主的跨代

接班团队，但无具体分工下，种下冲突的种子。Wu4回忆当时被叫回的经

验：

第二代已将建筑业发展到顶峰，第三代接手时，我的父亲，从小

跟着学石矿场与建筑，叔叔们帮忙，石场可以维持70-80年，我

本来是在澳洲读书，被爷爷叫回来，我是大哥，也是长孙，就回

来跟着学建筑与石矿场，两个弟弟就较可以自由发展，自己做甚

么自己闯甚么都可以….我回来是因为从小跟祖父一起生活….

从Wu4的表达可见闽南家族继承以长子长孙为主，次子和女性的生涯

较有多元化发展路径，身为长孙的他从小与祖父睡同一张床，关系紧密，

从祖父口传金门故里的事，培养继承与接班所需的隐知识。1992年他从澳

洲回马六甲，有十年跟着家族学习石场与建筑业的管理，并学习同代、跨

代的人事治理。但因接班团队中第三代成员的冲突，严重到影响家业运

作，成为他主要挑战：

从澳洲回来就开始在这边工作欸！我的父亲很多问题都解决不

了，他们兄弟间的问题，像他们兄弟吵了一年不说话。我们有过

清明节，我就跟我父亲说，父亲啊！现在趁你跟叔叔在一起，你

们一年没有讲话了，你们心过的了吗？既然阿公阿嬷今天都在，

不如你掷个筊。你们要做这个生意嘛，对不对？交由大哥掷筊

喔！父亲你掷筊问阿公阿嬷在吗？如果有圣筊，他们就有在，你

就再问他，现在他要做这个可以吗？如果可以，就圣筊，如果不

可以呢，就是笑筊。结果掷了以后，圣筊，这样你就要做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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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处理第三代的这个冲突，必须要用他们的传统、观念，他

们最崇拜的人就是父母，这个是你自己掷的，所以我就慢慢化解

这些。

Wu3自小独守家业，兄弟吃过洋墨水，各有事业，手足信任相对薄

弱。Wu4被组织在由上一代为主的接班团队，身为后辈的他实难化解。度

过一年冷战期，利用慎终追远的清明节，运用掷筊民间传统，处理家业治

理的危机。清明节在华人社会的意义胜于过年，强调饮水思源，在仪式中

增强家庭传统与价值，达到家庭成员凝聚之效。掷筊是世俗之人面对未知

与难以决定的事时，向神明求指引的方法，筊多用竹、木等材质做成，

两个为一对，筊是立体的新月形状，每个称为一“支”，分有正反面，

凸起部份称为“阴面”（也就是反面），平面的部份为“阳面”（也就是

正面）。掷筊过程是掷筊者须先有恭敬态度，将所要问的事情默存于心默

念，后丢出两支到地，如呈现一个平坦、一个圆弧，就是，还要继续，如

果两个都面朝上，就是圣筊，表示所询问的事得到支持与同意，如两个面

朝下便是所询问的事不被神明支持。

中国人诉诸百善孝为先的儒家伦理，父母死后列入祖宗牌位成为神

明之列，透过掷筊与父母沟通化解冲突，打“父母牌”摆平第三代兄弟之

争，奠定Wu4坐稳掌门人的地位。从几次接班的模式，归纳继承家业的重

要步骤：1.继承者与前几代掌权人有强烈的个人连结；2.继承前有相当时

间的学习历程做为过渡；3.先成立新公司作为独立经营经验；4.获得同代

与跨代家庭成员的支持与认可。

化解接班团队的冲突后，第四代再进行某种程度的“分家”，将不动

产进行重分配与活化利用，将各家家产出租，让各代各家有基本收入，并

扛起自家的投资责任：

我就用十年努力，他们才答应把店面分给他们。我在这十年，我

把房子租出去，所以他们只要继承了，他们有定期的租金，生活

就不会辛苦。他们有租金，他们就很舒服的嘛。要不然整天就要

跟公司拿钱吵吵闹闹的。他们如果要孩子投资做生意，就可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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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房子押给银行去做啊！你成功也好！你失败，那个是你们

的失败啊！比如有一些孩子不理、父亲也健忘，他的租客就慢慢

跑了，就没有租金了，那个是他的事啊！因为已经分家给你啦！

你才会训练他们要让子孙有责任啊！不能再找我啊！

华人家企多由一人独揽大权，造成家庭成员的利益冲突与过度依

赖，Wu4透过家产的重组与再分配，达投资目的，兼顾家庭成员基本生

活，降低家族成员的依赖。以前个人如需经济援助、生病与拜拜支出等，

在人事不分下，伸手要钱即可。吴家一年拜拜高达三十余次，花费从不记

账，财务不透明，是一种隐形成本与浪费。透过家业的资产盘点，资产出

租，透过固定租金收入维持基本生活所需，拜拜的支出也以一间租金支

付，财务管理走向透明化，降低家业家用不分的陋习，减少隐形成本、化

解家庭冲突，达到各家自立自强的目的。Wu4私下说将房舍出租是面对政

府抽高税、规定公司股东30%比例规定对策。

此外，在这个阶段，对家业中亏本生意，促使转型，让其转亏为盈：

我叔叔爱打壁球，他就做了壁球场，就荒了…也是个亏本生意

嘛，荒了三十多年。我就问他说：“这个是你父亲给你做的，你

不如给我一个机会，我去跟它改型成一个餐馆。”他说：“可以

吗？”我说：“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也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但是

现在你亏钱啊！你让我闯一闯，就算说我弄不给你亏，就是赚

了。”我就把他租出去，结果这个餐馆已是马六甲数一数二少数

民族的餐馆。

马六甲服务业的发展，带动餐馆、饭店，需要打破单一族群的合作模

式，方能营造多元文化的服务产业。Wu4在机缘下认识一位印度厨师，空

有好厨艺，但缺资本及房子，难有发展。他游说叔叔顺利将房舍租给印度

厨师，每月收租金，创造三赢。在马六甲的印度人受新经济政策影响被边

缘化更深，常落入贫穷人口。Wu4深知餐旅是服务业重要的一环，运用跨

族群合作，看准印度的市场及观光业的商机，展现有别于老一辈侨领的经

商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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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家第一代在马六甲建造洋楼经过百年洗礼，与其每年花修缮成本

不如改建。Wu4经过努力取得家族同意将其改造为饭店，象征吴家家业走

向服务业：

我把留下来的资产，我立为不动产，不能买卖，不能更新，我已

经经过同意了，就是在五年内我要把这个地方做成一个饭店。

目的就是把这个古厝留下来，弄好交给下一代去经营。下一代不

只是我的小孩，还包括我的二叔的孙、我的三叔的孙、我的孙也

好，只要没有工作，你想上班就在这边给你一份工，然后这一份

工就可以给你一份稳定薪金，然后你自己也有一个股份，所赚的

钱也给你。如果可以这样运作下去，我就可以永永远远保持这个

家产与家业；用公司所赚的钱，扣取维修剩余的钱分给大家。

公私不分一直是家族企业管理的问题，Wu4重建新的游戏规则，让个

别家庭成员有选择权决定是否在家业工作，进入家业者被视为员工，遵守

公司管理。并引进透明化与专职管理机制，财务公开，会计聘用专业人

士，公司走向制度化与程序化，去除家人不做事的陋习。管理与所有权走

分离制，透过股权共享，让各家透过代表，各家委派一人参与股东，各自

分享股份，降低人多口杂的内压。管理与执行权集中在Wu4，他作为掌门

人只多拿一份薪资。治理的变革既符合政府规定及降低家庭内部冲突。从

1980年起，二权分离成为马来西亚华人家族事业主要的治理模式，无疑是

制度压力下的结果。

家业经营走向制度化、家产走向分租与活化、迈入饭店经营与管理，

让Wu4成为家族中心，他说：“我跟我叔叔说，我不理谁对谁错，那个是

你们第三代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把你们的怨恨传到第四代，是不可能

的，因为，没有一个第四代的可以跟我硬对硬，因为我太熟了。我希望你

们第三代的有什么不开心的，就到此为止。你一定要有硬，你一定要有说

服力，你才能维持整个家”，他透过孝道完成家业的“整合”，是华人注

重饮水思源的文化资本，成为吴家家庭资本，以利事业体的重组，成就百

年大业。在东南亚闽南家族，尽管生活方式逐渐入境随俗，内在思想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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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差异，反而更加强闽南文化重视宗族、祭典与族谱，成为家庭内调节

和凝聚之道（苏黎明2018），颠覆中国“富”不过三代的咒语。

建立在家族地位、获得乡亲尊重的方法是衣锦还乡或透过侨汇促进家

乡发展、改善宗祠与家庙、举办教育等（孔复礼2019：76）。在金门实施

小三通政策后，吴家与原乡联系更为密切。自2006年起Wu4开始处理已有

百年历史的金门古厝，在金门战地政务戒严时曾被军队进驻，后由亲戚代

管，亲戚年迈无力照顾，在将所有权转移到海外吴家后，Wu4与地方政府

合作进行古厝重建，顺利将金门古厝登录为文化资产，让后代子孙回到故

乡能认识吴家历史，此将家庭文化资本的具象化并将历史变成故事、变为

文化资产，是吴家善用在建筑业的优势重建代代相传所需的文物资产，成

功地将家庭史连结到历史。

如今，培育第五代接班人是吴家现在重要的使命，Wu5为长子，目前

24岁，同代手足的男性成员多未成年，2019年受父命从澳洲回马六甲，进

入到家族事业：

因为在这边，就只有三个男孙，他是最大的，他现在24岁，另外

一个是12岁，另外一个才10岁。如果他不回来我怎么继承啊？

我这条线就断了，所以牺牲一定要的，然后牺牲了他，我也要牺

牲，我必须要跟他创业，我必须要辛苦，为了他，我必须要花多

几年把他弄好，确定他没有事，我们才可以离开。

依循吴家接班模式，Wu5与祖父从小一起生活，知道祖父如何辛苦经

营家业，从国外返家，父亲为他开一个饭店，第五代从饭店设计、装潢、

网络建构，都是独自经营。同时，安排他每年回金门故乡，一起处理古

厝，参与金门文化局举办青年寻根之旅，学习金门人情世故，建立金门身

分认同，是吴家接班人必经过程。

吴家从第三代便将子女与后代送出国念书，在另一国度发展，后代多

是受高等教育的专业白领工作者，现在吴家约有60%的亲友住在澳洲，建

构两轨生命历程轨道，一是发展自己生涯，寻依亲网络到国外发展，此以

次子与女儿为主，一种是长子长孙的人生轨径，以马六甲家业为中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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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5所言：

我们去澳洲是我的阿祖他们赚了一笔钱，然后想把他们的孩子都

带到澳洲去念书。在那里就有很多亲戚，差不多55%的亲戚都在

澳洲。因为我公公他们有三个兄弟。一个在马来西亚，两个在澳

洲。也是因为有亲戚在那里，我才过去澳洲念书的。我们那也有

买房子，省了租金喔。但不会想当永久成为澳洲居民啊，我是唯

一的儿子，没人接手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如果我在澳洲

自己闯，我也会觉得我会做的OK的，但是因为家里要我回来，

我就没办法了，就必须回来。

长孙长子的生涯是特殊的，从小与祖父建立强连结，是承接家业的原

动力，走上接班人的路，文化上意涵。Wu5回来前后，海外同侪及亲友纷

纷问“为何回家接苦差事？”长子继承的传统让他难以说不，继承纽带将

祖孙、长男、长子与长孙的跨代联盟代代复制，在不同历史阶段承担吴家

百年发展的重责大任。

华人组织的研究强调的工作动机，是一种家的成就，以维系家道（郑

伯勋1995）。但家族事业又是企业与家族系统的复合体，企业转型需考

虑家族利益与身分，家族变动也要顾虑企业存续，往往在人、事纠葛与纷

乱，引发危机，尤其是代际接班之时（杨光飞2010），是家企研究凸显的

双元性与矛盾性。事实更为复杂，如包括家庭成员分散多国、各处，有不

同生命历程和价值，涉及跨代可能有不同国籍和国族认同，可能影响家庭

和谐和家业治理。

因为我们的生意有牵连到我们的所有的亲戚。我回来这里的时

候，我爸爸大部分的工作有70%都是在处理家庭的事情，我爸是

说让我家里的事情先别碰，让我先了解我们公司的本性。以后如

果我看见什么不对劲，至少我学过，就也不会被骗。

Wu4知道家族是非与家业治理存在一定连结和矛盾，也唯有家庭掌门

人能想出“家法”突破重围，将接班团队跨代冲突降到最低，以利第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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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华人家庭强调“序”，包括跨代关系的界线，如何运用在家业治

理，代代相传的是债、是荣誉，就是选择。因Wu5展现对家族事业付出与

承诺，超过同世代男性成员，获得叔伯代认可，走进继承位置。

六、理论架构的雏型：马来西亚金侨吴家
                           百年征途的多层次分析

金侨吴家在马来西亚的家庭生命历程，经历五代，涵盖金门、马来西

亚、东亚史，经冷战在东亚蔓延到结束，贯穿金门与马六甲百年变迁。吴

家聚散受超国家的政治经济力形塑，家业成长、发展与转型镶嵌于马来西

亚拚经济的发展架构，连结微视和巨视的多层次分析架构如图2。

（一）历史时期与制度变迁：家庭变迁与家业转型的结构条件

金门男性为求家庭生存，经厦门下南洋，背后存在列强殖民产生大量

劳动力的背景。因原乡金门受日本殖民，是家庭被迫迁移的根源，后金门

被卷进冷战，实施多年戒严，吴家不得不在马六甲“在地生根”，家庭迁

移是跨国政治经济的产物。2002年金门成为两岸交流的实验县，致力于观

光与服务产业，与中国发展多边深度的交流，重建全球金门人连结，连动

中马两国的合作关系，金门百年变迁形塑有家归不得、他乡变故乡、原乡

还是原乡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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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吴家在马来西亚的百年征途：一个家族、五个世代

马来西亚在英国殖民时期需要大量劳动力，成为福建金门人前往的

目标，为保障当地土著和马来人利益，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已建立族群政

治，到独立建国后，513事件让华人生存更为艰难，1970年新经济政策直

接保障马来人利益，促使华人出走，吴家后代因此继续跨国离散，复制金

门出洋模式，形塑两轨家庭发展路径，影响家庭凝聚和关系。中国崛起，

中华文化成为华商子孙必修课，回到祖国老家成为学习文化的路径，连动

金门、中国和马六甲的特定关系，跨国离散的家庭有新的连结目的和样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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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在马六甲家业经历多重转变，第一代从苦力做起，开店尝试进入

马六甲发展所需矿业与建筑业，自成吴家一条龙的生产体系，拿下重大工

程，跨国发展，当马六甲发展古城拚观光与服务业，吴家顺势转型，显见

家族事业的演进与马来西亚产业转型有高度密切链接，结构脉络是马来西

亚经济发展的架构背，华人企业成为转型目标，无论是在产业板块移动或

是企业内部治理，均在竞争与政府规定下权变响应。

（二）中介层次的影响机制：华人网络与家族网络的作用

侨乡时期建构连锁性移民管道，是吴家第一代落番的中介条件，兄

弟在码头当搬运工，住在苦力间，其是单身、男性移工的栖身之所，更

是劳动力中介所在，连结马六甲产业市场。此后，吴家发展事业，以雇用

乡亲为主要劳动力，自成吴家一条龙的生产体制，降低成本，发挥团结作

用。Wu1从被协助之个体，转为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和与政府、产业界谈

判的领袖，让吴家活动范围从私领域走到公领域，在黑白两道备受尊崇。

中国崛起，中华文化与儒家价值支撑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全球性华

人组织网络进行链接与互动，展现国族、文化与经济活动的整合。中马两

国的合作，提供华企新契机，金门与中国相邻，带动海内外金门群体的优

势，“世界金门日”的举办便是种文化再生产的活动，重塑全球金门意识

与认同，吴家在此浪潮下回金门寻根，显见重建金门意识与身分有利连结

中国全球化产生的机会，展现族群网络本质、结构与功能的变迁。

家族网络如何响应国家政经体制的压力。在殖民时期，吴家维持金

门传统，男性返金结婚生子，维持跨国家庭运作。举家迁移马来西亚后，

依循男女有别和男性宗亲为主的家族体制，女性成为稳定家业的再生产体

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后，族群政体压缩华人发展空间，引发华人出走

潮，吴家后代继续跨国迁移，多数在澳洲定居，使家庭生命历程愈来愈多

元，走向两轨。吴家既有闽南家族移动的本质，展现多元化家庭生命历

程，马六甲的家庭成为新中心，循文化脚本形塑特定连结，支持家庭成员

在全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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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视层次的影响机制：特定文化逻辑在家族企业治理的角色

从吴家案例可见管理与继承既受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形塑，也存在文化

逻辑。第一代交棒，将事业与财富分开继承，维持一人独揽经营权，第二

代交棒给接班团队，产生同代冲突，透过家族伦理化解危机，最后将经营

权和所有权分离，引进专职管理人员和技术，化解家庭分散和世代人口众

多的复杂，更响应政府引进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外在压力。

无可否认，吴家交棒仍存在偏私化与封闭性的继承模式（杨光飞 

2010）。维持内外界线，内部是男性参与和继承的文化脚本，排除女性，

再透过向外移民，降低非长子长孙参与可能，促使权力集中、减少交棒复

杂，走向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文化脚本与现代管理整合的结果。华

人文化和家族伦理在不同时期扮演凝聚、整合和发展的主要功能，前两代

生于金门，受金门传统熏陶，成立吴家品牌的公司，第三代、第四代因接

班团队内部冲突，家族伦理成为家族与家企整合的工具，而华人文化和家

族伦理成为族裔企业的标示，有助于中国文化全球化发展架构，此时华人

文化与家族伦理有促进发展的功能。

谁是接班人？谁有接班资格？如何顺利接班？是分是合？是家庭永续

和家业发展的核心。具体接班轨径，吴家自成一套法则：1.文化基础：继

承者要对原乡文化与金门身分的认同；2.跨代依附：接班人与祖父关系具

强烈的依附；3.管理的过渡与转衔：子代进入传统家业，从第一线做起与

经验，作为转衔阶段。上一代成立小公司，让子代独立经营；4.跨代同代

支持：接班者能否坐大位，取得同代、跨代支持，诉诸“只要有一人参与

管理，其他坐享其成”的策略，将参与管理建构为苦差事，展现对家族的

效忠与牺牲，是接棒要素。

简言之，金门吴家在马六甲百年的征途，是家族掌握特定历史阶段下

的机会，运用资源与策略面对结构性压力的过程。吴家家庭结构的分合、

聚散、生育结婚、教育与生涯，受超国家的力量影响。家庭生命历程循着

男女有别、继承传统发展出二元轨径，现代治理技术的引进不过是化解家

庭冲突和达到政府要求的策略，光宗耀祖、饮水思源的家族价值才是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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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家企走过过去百年、迈向未来百年的关键，尤其是华人文化与家族伦

理在马来西亚不同时期扮演凝聚、整合和发展的作用。

七、讨论与建议

本文从家庭生命历程观点，立基质性研究典范，运用单一个案研究设

计，探索金门吴家在马来西亚百年奋斗历程，透过多层次分析发展家庭变

迁、家企治理连结特定历史阶段的架构。主要发现有四：一、吴家家庭变

迁与家业转变，受超国家、国家力量形塑，也是家庭权变的选择，家庭在

特定时期呈现分离、团聚、持续分离与新的联系样态。二、马来西亚特定

殖民体制和族群政治经济体制，提供华企特定的机会与压力，吴家以家庭

永续、繁荣为前提，保留祖业，家业转型取决特定时期的结构性机会与压

力，展现特定伦理次序。三、儒家价值与家族伦理在家庭变迁与家业治理

的角色，需放在全球化脉络，在不同时期扮演凝聚、整合和发展的功能。

前两代严守金门宗族与价值传统，社群以忠义诚信为本，有利华企发展与

壮大。自第三代起家庭分散，孝道成为化解危机的秘方。中国崛起后，儒

家思想与家族主义的全球化是海外华人的文化标示，有助于进入中国全球

化的文化与经济体制。四、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经济体制下，建构不同层次

的马华连带，如何整合到中马两国的合作层次，值得长期观察。

华人文化与家族伦理既是家企内部矛盾的因，也是解药。传统家企研

究聚焦内部的双元性，多从西方管理学视角，忽略华人文化看家庭、解决

之道并非仅在管理层次，而中华文化和家族伦理在特定条件下如何有利于

家企治理和家庭整合？此外，新经济政策以降建构马华连结如何因应中马

多边关系的发展，新的族群关系的内涵与要素需要进入理论层次思考。本

文主要限制是缺少产业特性的治理分析。华企研究如何在族裔企业研究绽

放光采，更深建构中华文化如何在百年家族企业扮演的角色与作用，透过

其他族裔百年的家企研究（如日本海外百年家企、印度海外百年家企）的

比较研究，突显文化在家庭企业治理的关键作用，助于理论的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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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在White & Klein（2002）初版Family Theories中第五章〈The Family Life Course 
Developmental Framework〉是以一个理论架构定位（theoretical framework），

表达每科学领域存在特定理论假定与命题，透过概括性的架构增加概念应用

（White & Klein 2008: 30；马永年、梁婉华译2016：30），马永年、梁婉华译

（2016）将其翻译为“家庭生命历程发展理论架构”。但发展一词具有价值意

涵，本文以“家庭生命历程理论”称之。

2	 家庭发展理论认为家庭变化如有机体，主张家庭循着固定、可解释阶段迈进，

有相似阶段与过程（Melo & Alarcão 2014）。生命历程理论自1990年被重视后，

强调动态、去阶段化的历程，舍弃家庭发展理论存在周期性、生物性本质论

（McCarthy & Edwards 2011），将家庭发展视为家庭变迁的一个形式与一个可能

（马永年、梁婉华译2016：131）。个人生命全程理论视个人发展是多方面、一

生的过程（Smith-Osborne 2007），强调规范性发展，以个体间发展之比较和个体

不同阶段发展的比较掌握变化，助于家庭生命历程理论重视长期性的研究。

3	 9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四国经济起飞快速，马来西亚是亚洲四

小虎中，人均GDP最高的国家。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9768;  https://
daydaynews.cc/zh-tw/international/254721.html

4	 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772763&i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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